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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岸青

战争中，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
报》是个文化单位，也是一个战斗单位，曾工
作在大众日报的数百名记者编辑们一手拿笔，
一手拿枪，向根据地军民传达党的声音，流血
牺牲亦自豪壮烈。隐蔽战线是一个特殊的没有
硝烟的战场，又是我党不可或缺的战场。隐蔽
战线与新闻记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战争时
期，有一些大众报人就曾战斗在隐蔽战线，以
他们的传奇经历谱写了新闻史上一曲别样的壮
歌。

匡亚明：
白天出去，不晓得晚上能不能回来

1996年12月26日，匡亚明同志与世长辞。次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匡亚明纪念文
集》，其中收录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
长同志撰写的纪念文章《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
老前辈匡亚明同志》，罗青长称匡亚明是“曾
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我党隐
蔽战线上的老前辈之一”。这时，大家才知
道，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
《大众日报》创始人匡亚明同志，在他的革命
生涯中还有如此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

现在我们知道，匡亚明同志在隐蔽战线上
的工作分为两段：一是1926年到1937年在上海从
事地下工作时期，一是1942年到1945年在中央情
报部工作时期。

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之间隐
蔽战线激烈较量，而此时的上海是中共白区工
作和隐蔽战线工作的主战场之一。在极端险恶
的环境中，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既要面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还要随时警惕和防止
叛徒的告发与出卖；既要面对党组织随时可能
因遭到敌人破坏而陷于失去组织关系、孤军奋
战的境地，还要忍受因此而来自于党内的怀疑
和不信任。这些情况，匡亚明都曾遇到过。在
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匡亚明曾四次被捕入
狱，既遭受过酷刑，也曾被长期关押。匡亚明
同志与那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一样，凭借忠
贞的信仰和钢铁般的意志，保持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气节，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匡亚明曾回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1928
年1月，“当时处境很危险，白天出去，不晓得
晚上能不能回来”。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滋长
着一种左倾情绪，奉行以城市暴动为主的左倾
盲动主义，位于上海的江苏省委便要求上海和
南京等地举行工人暴动。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
委员和团闸北区委书记的匡亚明，在开会时表
示反对无准备无群众基础的罢工和暴动，引起
江苏团省委某些人的怀疑，认为匡亚明是“叛
徒”，于是派中央特科红队除掉他。红队队员
的子弹正中匡亚明的门牙，但因距离较远，匡
亚明幸免于难。此事惊动了上海巡捕房，国民
党特务闻讯寻到医院来，借机千方百计挑拨、
离间，并诱使匡亚明投降。匡亚明嘴部受伤不
能说话，但内心十分坚定：误伤也是我们共产
党内部的事情，决不受敌人挑拨，决不向反革
命投降。特务认定匡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在病
房外派三班倒的特务看守他。匡亚明一直不能
说话使敌人放松了警惕，伤未痊愈，匡亚明伺
机逃出了医院。

到4月，党内的左倾倾向得到纠正，上海几
个熟悉匡亚明的区委书记联名致信中央申诉该
枪击事件，原江苏团省委因此受到中央批评并
进行了改组。虽因枪击事件身体遭受严重摧
残，虽因遭到来自党内的无情打击和不公正对
待而难免感到冤屈，虽因受伤不得不暂时离开
工作岗位，但匡亚明没有消沉，而是利用这段
时间坚持写作，写出了一批揭露黑暗、呼唤光
明的文章与文学作品，在上海文坛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匡亚明后来回忆：“我被捕共四次，两次
判了刑，两次没有证据，保释了。我在上海坐
牢，坐了一年多，转到苏州反省院，又转浙
江，再转南京。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合作，中
共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反省院中的共产
党员，只要周恩来开出名单，就能释放。”

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匡亚明辗转来
到山东根据地，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领导创
办了《大众日报》。1939年秋，大众日报社社
长兼总编辑匡亚明随郭洪涛等山东七大代表团
赴延安。他不是七大代表，随团西去延安目的

是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跋涉，匡亚明一到延安，就

去中央组织部报到，说明情况。部长陈云派干
部科科长王鹤寿与匡亚明谈话，王鹤寿把他的
历史问题一一列出来，逐个进行调查并取得证
明材料。经过反复调查分析后，中央组织部得
出了由陈云和李富春共同签署的结论：确认匡
亚明是经过艰苦工作和监狱斗争考验的好同
志，恢复其1926年以来的党龄，分配到中央情
报部工作，任部长康生的秘书兼第四室副主
任。

解决了组织问题后，匡亚明再次投身到隐
蔽战线之中。隐蔽战线的工作不仅包括像《潜
伏》中余则成那样潜伏在敌人心脏历艰犯险地
搜集情报，也包括身在后方从浩如烟海的公开
材料中抽丝剥茧地寻找有用的信息。匡亚明领
导的四室——— 政治研究室正是从事这种工作，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于历史、环境、国内
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

匡亚明在四室工作期间编写了一套《什么
是……》教育丛书，有十几本，比如什么是三
青团，什么是军统、中统，什么是CC复兴社，
什么是阎锡山牺盟会等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澄清了大家的一些模糊认识。比如在《什么是
CC复兴社》中，匡亚明经研究认为，它是由国
民党派生出来的党内派系组织，他们也进行情
报、侦察、反共等活动，但不等于就是特务机
关，是党派问题，不是特务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学习中央的文件
并结合自身的工作，在《解放日报》上著文
《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将中央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进行了思想上的总结
和理论上的提升，认为调查研究是决定革命行
动的依据。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毛泽东主
席的肯定，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把这个工作方法带到
了大众日报，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这在当时
的党报工作中是一个创举。新来的沈梅珠被分
配到研究部后不高兴，坚决要求上前线上战场
采访。匡亚明笑眯眯地说：“我讲个故事
吧。”

他说，在延安时，有个中央首长的秘书被
调去做资料工作，秘书表示不愿意。首长说，
那你去做敌工工作好吗？秘书很高兴问什么时
候去，首长点着小同志的鼻子说，就请你在图
书馆里做敌工工作。几年后，这位秘书成了延
安的“国民党组织部长”，要问他哪个国民党
将领的情况，几分钟后就可以得到答案。匡亚
明没有讲一句大道理，用一个生动的故事说服
了小同志。这个故事也是匡亚明对自己在情报
部工作的生动描绘。

果然，大众日报的研究部很快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当时的研究部部长吴宝康就在军事形
势研究上下了大功夫，他在墙上挂一张全国地
图，每天根据新华社的军事新闻，了解各战场
的战争得失情况及敌我双方的死伤俘数字材
料，我军每攻克一座城市、歼灭一部敌人，他
就在相应部位插上一面小红旗，算出彼此力量
的消长增减。积累多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在图
上一目了然。吴宝康根据统计数字还绘制了不
少形势图，如以徐州为中心的战争形势图，
《大众日报》上1946到1948年的形势图都是他亲

笔画的。他写的分析性报道《华东歼敌数字证
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必将加速他的失败》
（1947年5月31日），是较早运用统计分析方法
的新闻报道——— 从统计数字看战局变化，报道
中运用数字分析得出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
攻”已经破产，此稿后由新华社总社向全国播
发。

恽逸群：
打入“岩井公馆”屡立奇功

1946年底，恽逸群率《新华日报》（华中
版）全体同志千里迢迢从华中来到山东，全体
并入《大众日报》，恽逸群任《大众日报》总
编辑，此时，入党几十年的恽逸群投身到正面
战场才两三年。而此前，他奉党的命令打入岩
井公馆的传奇经历，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
奇。

1942年隐藏在上海满铁的中共情报小组遭
到破坏，中共情报人员不畏艰险，继续打入日
本外务省情报部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别调
查班，对外掩护名称为“岩井公馆”，负责搜
集情报，进行特工活动。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由
日副领事岩井英一兼任，但实际主事的是中共
秘密党员、多面间谍袁殊。

1942年初，恽逸群奉潘汉年之命从香港返
回上海，继撤出的刘人寿同志打入岩井公馆，
担任中国编译社社长，为岩井公馆所办的《新
中国报》《政治月刊》等报刊提供文稿。恽逸
群以其特殊的身份，运用委婉手法，揭露日伪
的丑态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质，批驳投降
论；甚至还通过专文的形式，把岩井公馆电台
收录的延安广播内容，用明贬暗褒的笔法加以
传播。这在上海沦陷后，日军严密控制新闻、
日伪大肆宣传和平论的环境中，无疑是占领了
一块阵地。最重要的是，恽逸群通过这个特殊
身份，还收集到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量
情报。恽逸群一直工作到1944年10月被日本宪
兵逮捕才停止。

进入潘汉年情报系统之前，恽逸群自1935
年起就在中央特科高原同志领导下从事地下工
作。他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向党提供了大量
情报，如国民党内部情况、各派之间的斗争、
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间的矛盾、敌伪内部的情
报等。恽逸群为保证安全，把所获情况都强记
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些特别重要的，只在报纸
上或其他地方做几个暗号，在与高原接头时，
坐下来就写，写好马上交给组织。

倚马可待的写作方式，令所有跟他同过事
的人都印象深刻。1947年下半年，战争形势发
生根本变化，国民党部队大量被歼，恽逸群能
够安稳地坐下来写文章了，于是他应大众日报
所属的山东新华书店主办的杂志《新华文摘》
之邀，写出了《三十年见闻杂记》在杂志上连
载，总计九万余字。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手
头并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是多年地下工作练
就的博闻强记使他全凭记忆写下来的。在文章
中，他不仅惟妙惟肖地给蒋介石画像，还详细
剖析了何应钦、陈诚、胡宗南、白崇禧的情
况，以及CC、蓝衣社、军统、“新太子派”的
内幕，还有其他各派系的历史与现状，彼此间
的矛盾与纠葛等等。后以《蒋党真相》为名结

集出版后，这本书以它内容丰富、材料翔实、
剖析透彻而风行于解放区，如今已成为史学工
作者们编写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1948年济南解放，恽逸群率领大众日报社
进入济南后，即奉华东局的命令率部创办济南
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当中央公布43名战
犯名单时，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提出报纸上对
每个战犯都要作一个介绍，编辑部长王中说弄
不全，他说到资料室去查。结果资料室把存的
资料翻了个遍也弄不全，他听了汇报后对王中
说：“好好，你睡觉去吧。”次日王中醒来，
新印出的报纸已在床头，打开一看，43个战犯
的介绍一个也不少，每个战犯的姓名、籍贯、
年龄、简历、现任职务等应有尽有。这是怎么
查出来的？等王中一问才知道，是恽逸群全凭
记忆自己写的。王中佩服他的记忆力非一般人
所及，也就此得知他是过去搞情报工作练出来
的。《四十三个战犯介绍》一文，解放区各报
竞相转载。

张黎群：
英勇的红岩儿女中的一员
张黎群曾在重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直接

受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领导，是英勇的“红
岩儿女”中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因为身份暴露
不得不撤到解放区，并随华中局一起北撤到山
东，进入大众日报社任时事版主编。

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
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
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
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
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
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
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
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
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
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
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
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张
黎群在中央南方局就曾主要负责青年工作。

他是怎么暴露的呢？
1945年自5月开始，连续四个月，国统区有

510余名革命知识青年奔向中原解放区参军参
战，投身革命工作，这是周恩来“积蓄力量”
的战略“存折”上，一次性支付的一大笔宝贵
财富。这个艰巨的“工程”是由当时的中共南
方局青年组成员张黎群主持的。

1944年冬，周恩来批示青年组采用“公开
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承
担“动员青年到解放区去参加工作”的任务。
青年组组长刘光决定由张黎群具体负责组织和
运输工作。1945年初，南方局工委书记王若飞
出题目，张黎群在《新华日报》发表《革命青
年的岗位在前线》，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
反响。在6、7、8月三个月里，张黎群组织的
500多名进步知识青年分批徒步跋涉数百里，安
全到达解放区。

与此同时，青年组还发动“革命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的运动，也是由张黎群具体负责。
根据周恩来指示，他在《青年生活》专栏上发
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提出“知识青年的
岗位在农村”的号召。1945年1、2月，第一批
去农村的进步青年有56人，分布在15个点上。4
月，南方局作出关于“创建川鄂边革命根据
地，准备打游击”的决定，张黎群率工作组深
入川鄂边，积极开展工作，并很快取得成效，
川鄂边区革命形势为之一新。这项工作接近尾
声时，经工作组组织的去农村进步青年达136
人，分布在31个点、27个县区，他们与当地党
组织结合开辟和发展工作，建立了一批“两面
政权”，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武装。

就在这时，南方局得到内线情报，说特务
的报告中有“张黎群供称”的字样。所谓供称
者，向敌特“招供”也，亦即叛变了！果真如
此，则张黎群主持并掌握的动员500多名大学
生、中学教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赴中原参军，主
持革命青年下农村开辟工作，掌握大后方革命
青年数十个据点等等都将形成严重的破坏性威
胁。

恰在此时，重庆特务造谣说，川鄂边界抓
获青年共党嫌疑分子多少名；有一对身份秘密
的党员夫妻，是张黎群应组织要求帮助他们介
绍了职业，晚上丈夫梦呓大呼“特务来了，快
跑”，二人慌忙夺门而逃，夜黑风高，竟致失

散。组织一查，又与张黎群有关。这些信息集
合在一起，为慎重起见，张黎群接受组织调
查。

调查由王若飞同志亲自主持。王若飞问张
黎群：“南方局得到情报，说你出了政治问
题。”张黎群激动得全身发抖：“这简直是祸
从天降，无中生有嘛。”他“双眼充满泪水，
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向王若飞要求“我们
上山去，把事情弄清楚”。经过两个月的严密
审查，由南方局王若飞、于江震、钱瑛向张黎
群宣读书面结论：“张黎群同志工作很积极，
群众工作有成绩。此次进行政治审查，没有问
题。”

原来，1945年9月，我党打入国民党高级特
务机关的同志，在机关办公桌上瞥见一纸公
文，上有：“共干张黎群供称共党青运方
针……”字样，该同志设法将这个情况呈报了
南方局，南方局十分重视，曾一连两次指示这
位同志查明情况。我潜伏同志查明，敌特从公
开出版的报纸上所登的张黎群署名文章中寻章
摘句凑成一份报告，为了邀功，便使用了耸人
听闻的“供称”。但他在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时，引起了敌特机关的怀疑，他的调查只能中
止。

在南方局对张黎群的审查期间，除了回答
上百个问题外，张黎群还写了题为《我参加青
年组工作十个月的叙述及检讨》的材料，达91
页。这份报告十分重要，将由王若飞带到延安
存档。然而，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在赴
延安的飞行中飞机于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报
告因放在一个铁盒子中却幸存下来，有明显烧
灼痕迹的报告现在成为研究青运史的重要资
料。

1947年8月，国民党范汉杰部大举重点进攻
胶东解放区，9月1日占领诸城、日照，此时，
大众日报社驻地北距诸城仅40里。大军压境，
形势十分紧急。9月12日，报纸被迫暂停，报社
编辑部缩编随华东局转移。其他人员分成四五
部分分散转移。当时是常驻滨北地委的记者辛
冠洁“收留”了分散转移的时事版主编张黎群
和康英等人。辛冠洁拍着胸脯跟他们说：“来
了好，跟着我，保吃，保住，保喝，保命！”

一开始，报社同志们跟着滨北地委、分区
行动，上午九点蒋军出城，向我驻地村庄进
军，我小部队且战且走，待到下午两点，蒋军
向后转了，同志们又回到原驻地，就这么拉锯
十几天，大家深感长此下去无所作为，不是个
办法。

“报纸没有了，那怎么能行呢？看到和看
不到《大众日报》是有关军心士气的问题。”

他们就找到了当地地委负责人李仲林、张
炎商量，马上开会研究一致同意，并决定由地
委宣传部长燕遇明负责，由地委印刷厂印刷，
地委电台负责抄收电讯，还有地委宣传科长辛
纯、机要秘书张一萍也参加，张黎群当编辑主
任，辛冠洁当副主任，宣传部长燕遇明当社
长。大家齐心协力，日以继夜地采访编排。就
这样，大众日报滨北版正式出版，名字叫“滨
北大众”，开始三天一期，每期两个版，以后
出日刊，直到本报复刊，从而填补了报纸备战
时期的空白，坚持为读者服务。

报纸出来后，滨北军民十分欢迎。不久华
东局发现了，不知这张报是谁办的，怎么办起
来的。拿着报纸翻来覆去地看，讨论来讨论
去，认定这张报纸决非敌人假冒，而是出自我
们自己人之手的一份好报纸。于是就查为什么
没有上报审批，到头来查明，是滨北地委审批
的，因战事紧急，就先斩后奏了。后来不但没
批评，张黎群、辛冠洁他们还因临机处事、主
动作为受到了表扬。

张黎群投身到新闻战线上后，先后转战数
家报社，从《新华日报》到《大众日报》，又
从《大众日报》出发，先后参与创办《新潍坊
报》和《山东青年》前身的《青年文化》，这
是新中国成立时期诞生的全国第一张青年报，
并进而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报》。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曾撰写纪念文章，称匡亚明是“曾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我党隐蔽战线上上的老前辈之一”；

恽逸群打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别调查班，负责搜集情报……

曾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大众报人

□ 于岸青

2017年是吴宝康同志诞辰100周年，在各种
纪念活动中，他被称为是我国档案学界的泰
斗、“中国档案学界的一代宗师”。可以说，
在大众日报社研究部的工作，是吴宝康“转
行”的扎实铺垫。他说：“我后来从新闻战线
转到档案战线上来，恐怕也可以说在大众日报
社是能够找到渊源的。”

1948年，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找研究部
主任吴宝康谈话，说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政
策研究室要建立资料室，专管华东局的图书、
报纸、资料和档案等，为政策研究室工作服
务，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向大众日报社要
干部，报社领导决定调吴宝康前往，并征求他

的意见。
吴宝康二话没说，一口同意了。从这时

起，吴宝康一步步走向新中国的档案工作。
1952年1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

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开课，这是新中国教育
史上第一次设立档案专业教育，时任中共中央
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的吴宝康既是班主任，也
听课学习。在这个班的基础上，1955年5月，中
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成立，吴宝康任系党总支书
记和系主任。这便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
前身。吴宝康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档案
教育事业和学科建设上，他在其专著《档案学
概论》中初步构建了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体系，
并在理论上论证了档案学科的独立性。

多年后，吴宝康回忆：“正是在大众日报

研究部的工作，使我从研究工作的实践中，由
表及里地认识到图书、资料、档案的重要性，
做任何工作都离不了它，没有它，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在研究部工作的一段历史过程，为我
今后坚定不移地从事档案工作，打下了初步的
基础。”

吴宝康认为，“大众日报社成立研究部，
这是当时的一个创举”，“把图书资料翻译和
人民来信等具体工作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与
报纸宣传挂上了钩，就把‘死’的工作做活
了”。

新闻理论界常说，新闻界有两个泰斗级人
物，南有复旦大学的王中，北有人民大学的甘
惜分。一提起大众日报，王中就强调大众日报
是新闻干部的摇篮。他还说，大众日报是他的

老家，是他走向新闻工作道路的起点。
王中曾经两度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写

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闻学原理大纲》集中
体现了他的新闻理论观点，当时被喻为“新闻
改革理论家”。后来他与甘惜分、方汉奇一同
成为三位“文革”结束后新闻学首批博士生导
师，学界对王中的评价是：“新闻界开始有人
提出自己对于新闻传播原理的一些看法，开始
突破传统党报理论的某些固有观点和世界苏联
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

王中血气方刚，抗战初期尚在山东大学外
文系读书的他，就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并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队伍里枪来之不易，后来他
曾开玩笑说睡觉时就把枪当爱人一样搂着。根

据党的指示，他在谷牧的领导下，在东北军五
十七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亲历战争的残酷。之
后又遵照党的指示，从五十七军撤出，到大众
日报社当了编辑。

战时全省各报都相通，大众日报社常常派
出自己的骨干到地方去办报，师傅带徒弟，带
出徒弟之后，又回大众日报社，其他各报的记
者也可以调到大众日报社工作，这样像滚雪球
一样，越滚越大。作为“师傅”，王中屡次被
从大众日报派到滨海区《农民报》、鲁中《鲁
中日报》、济南市委机关报的《新民主报》等
报任总编辑或总编室主任，新闻从业经历长达
八九年。

1946年，王中任大众日报通讯部副主任兼
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经常上夜
班，要喝茶提神，同事们说王中有三宝———
“茶壶、茶碗、电灯泡”。军调开始后，因为
懂英语，王中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罗尔波赴山东
各地采访，揭露青岛国民党第八军企图利用联
合国救济物资达其政治目的，以及调处执行小
组处理问题不公平。而美方代表往往倾向国民
党方面，并指出“尽管不公平，但共产党人仍
愿委曲求全继续，因为他们认为持久的和平要
靠谈判的成功”。

·相关链接·

吴宝康王中：两位学术泰斗

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左五)和恽逸群(左六)在大众日报社与同事们合影

1953年，张黎群在中国青年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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